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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理论和社会科学文本的翻译功能理论和社会科学文本的翻译

冯东宁

引言：社科翻译的社会作用引言：社科翻译的社会作用

本 文 探 讨 的 译 稿 原 文 是 伦 敦 政 经 学 院 荣 休 教 授 王 斯 福 (Stephan 

Feuchtwang) 先生的文章——《学以致用：费孝通教授的人类学使命及埃德

蒙·利奇的科研游戏》(A Practical Minded Person: Fei Xiaotong’s Anthro-

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原文论点复杂、思想活跃、

专业性强，加之个性化的笔调，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其难点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术语概念、句法结构和内涵的表达。当这三方面在中文没

有对应或约定俗成的表达法时，根据翻译目的论而构建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的应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社科文本翻译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

性的推动作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王斯福教授在本文中对文化翻

译又有一番别有见地的论述，他说：

的确，想专门从事文化翻译的学者为数甚少，因此，要求他们全面

掌握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和系统是不现实的。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人

类学家是荒谬的，但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任何语言都有可

能为人类学学科所用，给我们的学科带来 “ 震动 ”。因此，理想的状态

是，我们应该向这种 “ 震动 ” 开放我们的作品 …… 

其原文是：

It is true that few people want to be or are driven to engage in cultural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 It is therefore wrong to expect them to have 
developed the concepts and generalisations which result from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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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foolish to expect everyone to be an anthropologist. But it is possible for 
anyone to be an anthropologist and it should be possible for any language to 
be disturbed into anthropological usage. So we should, ideally, leave ourselves 
and our writings open to such disturbance.

这不仅说明了社科翻译的难度，同时精辟的指出了翻译不仅仅是传播

知识，而且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对研究的主体以及客体都可能带来 “ 震

动 ”，这种 “ 震动 ” 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催化剂和动力，关于这个问题我

希望能有机会择文另述。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社科翻译一．功能翻译理论和社科翻译

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发现很多社科方面的译文要么十分

晦涩，要么看似简单却不知所云。一些由再通常不过的词汇组成的句子似

乎很难抓住其确切的意思，这在很大程度上同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论的实

际运用有很大的关系。一些早期的社科译者似乎着重于对原文的忠实，也

就是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但是，他们对对等原则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

化和绝对化，缺乏对语言和语法差异的考量，同时对翻译的目的性也疏于

考虑。当然，翻译的体裁论 (text typology) 和翻译的目的论 (skopostheorie)  

也只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才被提出来，并在翻译实践中加以应用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责怪我们翻译界的前辈。但是这些新的翻译理论的确给我

们现今的翻译工作注入了新的能量，我们在这里不妨借用这两个理论来分

析一下本译稿的难句翻译。

功能理论中的体裁论告诉我们社科学术体裁大体上应属于信息性体

裁，而信息性体裁的翻译应该使用逻辑性强的语言，重点应该放在文章内

容的传递；而译文应该表述全面的所指的概念和内容。要达到以上所说的

目的，翻译的方法就应该是使用透明、简洁且明了的文体，如果有需要可

以使用说明和诠释的策略。

二．词义的延伸和扩展二．词义的延伸和扩展

略通英语的学者、社科学生及双语学者不难看出原文中的难句似乎比

比皆是，真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们不妨先看看该文题目的翻译：

原文：A Practical Minded Person: Professor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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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学以致用：费孝通教授的人类学使命及埃德蒙 · 利奇的科研

游戏

首先，在用词上，题目中的 calling 和 game 这两个用词的翻译颇引人

注意。Calling 一词的意义是“a strong urge towards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 

or career; a vocation”，也就是我们中文中说的欲望或感召，但感召出现在

题目中似乎有些玄奥的色彩，于是译者把它引申为使命或使命感，这用来

形容费孝通教授有学者的担当及历史的责任感是非常恰当的，同时把原文

的内涵表达的十分透彻。而 game 一词可以按字面译为“游戏”，也可按其

所指的意义译为“研究”，似乎都无可非议；但是游戏一词在中文中未免

过于否定，有点玩票的味道，这与原文的 game 的意义是有些出入的，简

单译为“研究”又没有反映出原文中王斯福教授把二者研究目的作比较的

中心思想。因此在“游戏”前加上“科研”，既承认了利奇的研究，又道

出了他与费孝通教授治学方法和目的的不同。在此我们看到词义的延伸和

适当的加词，可以将原意表达得更加清晰，这也符合功能理论的宗旨。另

外题目中的“A practically minded person”很难说是不是“学以致用”的

英译，但是回译为“学以致用”是考虑到了中文的表达习惯而且又反映了

费孝通教授治学的信念。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一词译为“一个讲究实际的

人”或是“一个重视实效的人”这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吗？译为“学以致

用”一方面符合语篇上的对等原则，而且又达到了原文的目的。

三．社科翻译中上下文的考量三．社科翻译中上下文的考量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例子：

原文：Freedman’s view of the lessons which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a can teach will be an addition to my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Fei.

译文：弗里德曼有关中国人类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的论述也是我和费

教授之间要进行的学术对话。

原文中的英文词组“teach lessons”当然可以译为“给我们提供经

验教训”，但结合上下文，翻译为“给我们启示”可能更为贴切。还有

“dialogue with someone”在学术文本中也可大体上译为中文的“商榷”，但

是“商榷”一词在中文中是一个负载词 (loaded word)，也就是说是一个富

于内涵的词汇，暗含对对方的批评之意。因此使用“对话”或“学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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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更加具有建设性和开放性。所以翻译时，应该考虑翻译的上下文以

及目的性，有时一个看似简单的惯用语和套语并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

意思。

四．难句的重组四．难句的重组

本文开始时，我们提到，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划分和翻译原则，这里

我们看一下难句的重组：

原文：From Malinowski onward, from the establishing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s an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1920s, anthropologists in England have 
been more removed from government than is anthropology in China. 
But I think these differences are only relative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of priority. We share a calling to a critical, empirical disciplin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others, respectful and curious about our 
differences.

译文：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从 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

科研学科起，在英国，人类学学科与政治和政府已是相形渐远，

但在中国这一学科却没有脱离政治。但我认为这些差异只是相对

差异，着重点的不同。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在对他者进行研究

时，以求知和尊重他人的心态看待彼此的不同，以将人类学发展

成一门具有批判精神的实验学科。

我们可以看到此处的“anthropologists in England have been more removed 

from government than is anthropology in China”一句拆为两句；例如：“在

英国，人类学学科与政治和政府已是相形渐远，但在中国这一学科却没有

完全脱离政治”。这当然是为了便于理解，而又强调了两个地方的差异，

这比译成一个比较句型更清晰、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而最后一句的重

组不但表达了原句的逻辑，亦使原文更易理解，这显然与理解翻译的目的

和读者的需要分不开。我们还可以从上面的例子中的最后一句的译文中看

到这一翻译策略的应用：“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在对他者进行研究时，以

求知和尊重他人的心态看待彼此的不同，以将人类学发展成一门具有批

判精神的实验学科”。原文的逻辑性在译文中得以还原。试想一下，如果

翻译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性的话，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另外，此处将

“curious”引申为“求知”也比译成“好奇”更能传达原文的含义，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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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好奇”在中文中多少有些猎奇的含义，不适于应用在中文学术文

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原文：It is a pretence of not being involved in the ideologies, governments, 
and common senses which make up the realities it criticises. 

译文：如果批评不触及意识形态、政府及社会常识等这些现实是一种

矫饰的行为 ……

这个例子与上面一个略有不同。为了使句子或段落明了易懂，句子段

落的重组不仅是将原文的句子化解拆散，同样也可以是将原文的复杂句精

简组合。上面的译文把原文中从句套从句的句子化简为一个简单明了的中

文句子，同时又不损失其信息量，是翻译社科文本的有效方法。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翻译较为复杂的社科文本时，重点应该

放在对原文目的的理解，对体裁的认知上，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文内或文

外的说明和诠释的策略，这样才能使译文到达其初始的目的。最后，我想

借用王斯福教授的观念来结束本译评，翻译不但可以给对象学科带来 “ 震

动 ”，同样也可以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 “ 震动 ”，从而丰富我们的创造性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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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费孝通的人类学追求 学以致用：费孝通的人类学追求 
与利奇和弗里德曼的研究与利奇和弗里德曼的研究 11

王斯福

摘要：摘要：本文是在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和埃德蒙·利奇两位教授的对话基础

上的一个延续。它把他们作为人类学家的两种追求或职业的感觉置于历史

背景中加以比较。还把作为中国社会研究专家的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

里德曼补充进来。该文赞扬了费孝通的爱国的和批判的人类学，称道利奇

的批判和承诺的人类学，使人类学从功能主义的局限性中释放出来，称赞

弗里德曼的超越功能主义进入历史领域的宗族合作的概念批判性的延伸。

基于费孝通的研究，该文批评了许多人类学的为纯学术读者群写作的狭隘

雄，认为最好的人类学是一种独立的和开放的批判性的职业。

关键词：关键词：费孝通，利奇，弗里德曼，爱国人类学，人类学追求

在费孝通教授 80 岁生日之际，他结合自己的经历，从中国人类学家

的视角将他和伦敦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的研究做了对比，并写下

了这段话：

埃德蒙·利奇“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直爽、明快、尖锐

的词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知道，像我这种务实的人对他提

出的问题所作出的答复是不容易说服他的。但是我认真的想一想，我

1 本文首先发表于199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召开的费孝通教授田野调查60周年的庆

祝大会。后来收入马戎、周星、潘乃谷和王铭铭主编的《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

京：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1166页。本文英文发表在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1, 2015。中文发表在《全球中国比较研究》2018年第

1期。在本刊发表之前作者稍加修订，标题为编辑略改。本文由全球中国学术院研究人

员、兰州文理学院英语系苟丽梅副教授翻译；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及文化学部翻

译研究所主任、高级讲师冯东宁博士校对。本期发表的“社科汉语”的翻译部分的文章

以此文为例对其英译汉问题作了分析。

通讯作者：王斯福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邮箱：s.feuchtwang@lse.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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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

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

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 

‘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 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费孝通 , 

1990/1992)

本段话表述了费教授作为人类学家的感召和使命感，这是科学的感

召，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勇于担当责任的传统的感召。

当我读到这段话时能感受到话中包含着的诸多深意，自己仿佛被来自

不同方向的力量推着向前走。在我求学过程中，埃德蒙·利奇的观点给我

很多启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959 年经他整理首次出版了马林诺夫斯讲

稿，他将其命名为《重新思考人类学》，我觉得我必须谈谈他的人类学研

究。然而，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费教授的著作是绕不开的

经典；近年来，我也参与了中国同事兼研究员常向群发起的开玄弓村研

究，非常感谢她的慷慨分享。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费教授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和他身

上展现出的中国学者的特质吸引着我。我不是中国公民，也不是中国居

民，我跟中国的渊源始于专业兴趣和个人友谊，身处中国之外的我继承了

利奇人类学传统的衣钵。

在费教授的反思中，他将自己和利奇区分成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他

是中国的人类学家。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的学者，再加上社会学领域中国同

事的帮助，我觉得有义务进一步深化费教授已开启的他和埃德蒙·利奇

之间的学术对话。在一篇会议论文中 ( 先前发表的题目为“重读《江村经

济·序言》”，《北大学报》, 1996: 4, pp4-18)，费教授再次提到利奇，还提

到我的导师莫里斯·弗里德曼于 1962 年发表的关于纪念马林诺斯基演讲，

这距利奇的首篇纪念演讲仅三年。弗里德曼有关中国人类学研究给我们的

启示的论述也是我和费教授之间要进行的学术对话。

在促进英国和中国人类学学者对话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处于一个时空

交错、历史迥异的十字路口。费教授有他的个人经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

身份特征，他所经历的历史动荡，生活的大起大落，即便是算上二次世界

大战也要比英国人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安时间更长，程度更烈，而其中感受

的希望和绝望也远胜于英国人。他始终想用人类学去改变和影响社会的变

革，并防止社会变革带来的破坏性，尽管他充分认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很难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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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事业爱国的事业

利奇和弗里德曼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但从职业生涯定位，他们是人

类学家，而非致力于推动本国和本族人民发展的政治家。

利奇擅长于从个案研究中通过数学模式和富有想象力的归纳法从而得

出普遍原理，他反对对比分类法。费教授偏向于分类法，因其便于找到适

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政策。模式—分类的动态升级，是费教授将小规模研究

扩大到复杂的整个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方法。费教授的公众和自我界定的

历史是现代中国史，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此提供了研究方法。而利奇教

授的公众和自我界定的历史是人类学历史，是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对象。

这样，我们不仅有不同的历史步伐——快速的中国和缓慢的英国，有着

不同的战争创伤，我们还有不同的历史主体 – 中国本土及外来的人类学，

以及英国本土的人类学。

对于利奇，人类学的使命是揭露和质疑种族优越感。在《重新思考人

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中一篇题为“我的人类学”‘的文章中 (1982)，利

奇提倡通过深入的地方研究推导出适用于任何人类社会研究的普遍规律。

作为人类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培养人的质疑能力，验证人类学家提出的以

及应用于研究中的各类假设。

作为一名爱国务实的人类学家，费教授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他认为

利奇追求的普世化是在一个学术研究安全有保障的富裕国家从事一件有别

于实际研究的一种游戏，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智力游戏，炫耀自己的才

华”( 费 1992: 13)。费教授是一位爱国的人类学家。我所指的爱国不是民

族主义，而是科研动机和职业追求是为本国人民谋福利。但是，这并不排

斥从更宽泛、人文和比较的视域来看待人类学，“我相信，我们研究人的

人有责任培养宽容精神”( 费 1992: 20)，这也和科学伦理不相悖：调查、

实证、辩论。

费教授曾受到二十多年的和迫害 (1957-1980)，在此期间被禁止写

作，这使他成了一个“无国籍的社会学学者 ( 当然这只是在社会学的意义

上 )”(Current Anthropology《当代人类学》29: 4 1988: 654)。他被降格、同

时也被提升到一个“无所管的人文领域”。但对他来说，尽管在逆境中，

这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人文阶段，一个动态的人文阶段，一个发展的对自

然的自我意识的人文阶段。不像上个世纪初 的人类学家，那时几乎没有多

少西方人类学家的人文思想是如此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历史性。这种乐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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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态度随着当下相互依存的环境理念下已不复存在，我们西方发达国家的

学术界对发展方向疑虑重重。

在对美国人类学家帕斯特奈克和费教授的采访中，费教授常常使用 

“我们”指代自己和中国人民，把他个人历史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而

对西方学者来说，“我们”则常用来指代本国的学术界，而非本国人民。

一方是以推动国家发展为使命，另一方是以学术质疑及批判评论为使

命。双方都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发现分析阐释概念，用于分析问题，发现

问题，但双方的主要科研目的则是不尽相同。

充满爱国情怀的人类学家，通过研习局部地区历史、文化、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田野作业法以发现整个民族的共性。地方的历史学

家和民俗学家整理出版地方志存于当地文档馆，政治家们常用这些文献来

构建民族身份认同，费教授关于少数民族研究也是出于此目的，但从费教

授从事的发展模式长期项目研究总体而言 (1996: p.9)，其他项目完全不

同。该项目极具活力，和遭到利奇批判的结构功能派的静态类型研究完全

不同，该派试图成为社会及文化的自然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它与政府

出于统治的需要对国民加以分类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人类学的标签仍然是

局部的，小规模的研究，但是另一位中国革命家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 ? 而

这一蹲点调查观察变化的方法现已成为政府工作的传统，而就此得出的模

式不是可以在其他地方推广开来吗 ? 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所做的这方

面工作可以被视为平台建构，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了解各个地区的情况，

当地的传统和创新，可以传播或影响国家政策，可以展示各项政策的执行

情况，是否有误以及如何采取新的举措。

但我想强调该项工作的另一面，其价值同样重要。人类学家的科研

有助于不同地区人民相互了解。就此而言，人类学家的调研等同于民意

调查。它构建了民族向心力、展现了民族发展裂变、民族间的冲突以及

民族演变等诸多要素。自然，民族的界定和民族融合统一也应当然纳入研

究课题，其它设想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人类学家、政府官员以及社会

问卷测试员们进行调查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学家以当地状况为大背景呈现

事实，能以本地人的视角来解读当地民众。人类学家的调研不仅从更开阔

的视域展现了某种境况下的若干事实，而且也凸显了当地民众的社会创造

力。此外，作为科研报告，必然会从专业的视角对材料的效度和信度进行

批判性的评断。作为业内行家，田野调查报告应经得起事实测试员及分析

员的检验，其事实陈述应经得起被当作谬误的挑战。当调查结果发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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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可以阅读调查结果，这就是成了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表述。本土的

人类学拥有充满这一独特活力的维度，而非本土的国际学者则缺少这一维

度。如果我对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分析翻译成中文亦可具有这一活力的维

度，但是我本人则是远离中国的，因为我生活在另一个国度里。所以我的

研究是仅限于学术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有爱国情结的事业。而对于费教授

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生涯，同时也是一个爱国的事业。

敬业的生涯敬业的生涯

对利奇而言，分类的弊端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将未验证的假定至

于约定俗成的分类框架之下。费教授指出在《重新思考人类学》(1982) 这

本书中，利奇阐述了人类学家研究本族社会的困难之所在：如很容易把未

经验证的假设写入事实报告，很容易把个案作为本民族独有的特例来研

究，从而得出普适性的结论。同时，利奇赞扬费教授能克服这两种倾向，

赞扬他在爱国主义情怀高涨时对本民族的研究仍能保持职业人类学家的专

业精神。这种爱国情怀 ( 用我的话来说 ) 就是采取措施改善他所研究对象  

( 的生活 )，至少是探索引发他们变化的若干因素。

利奇的两位学生说，利奇把从马利诺夫斯基处所学的人类学的两种观

点传授给了他们。其一是行动并不一定受文化规则的严格限制，统计标准

或许与理想标准有所不同；个体可能做出利己的选择。其二是人类学在揭

示了差异性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在展现出相似性的同时又体现

了差异性 ( 富勒、帕里 1989: 12)。

受第一种观念的影响，利奇比其他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如他剑桥大学

的同事迈耶·福忒斯更乐于探讨社会变化和社会行为。“福忒斯研究聚焦

于地方血缘宗族的范式，利奇坚持认为地方组织和财产所有权具有压倒一

切的意义……而亲属关系仅仅是谈到财产关系的一个惯用语。…… 即使在

血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洲社会，“血统范式”只是一个扭曲的透镜，它

严重地低估了地方经济合作和矛盾冲突的存在”( 富勒、帕里 1989: 12)。

同样，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一书中，谈论政治关系时，利奇引

入部落归属这一概念。同一种族，这代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部落，下代

人或许会认为他们是另一个部落。随着部落间关系紧张，克钦政治制度和

礼仪会发生改变，受追逐权力者操纵，克钦政治制度会在平等无政府主义

社会和阶层等级分明的社会间不停摇摆变换。利奇教导他的学生要细致区

分不同种族人民生活中模糊的差异和矛盾，并避免文化过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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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度仿照数学模式来解读结构，他所用的方法即不是归纳学的统计

方法；也不是代数中的函数方程，而是数学中的相关性，并进一步从功能

主义需求视角进行阐释。他如此论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

英国结构主义关于社会制度的观点。利奇利用拓扑学—几何学的一门分

支，对他所倡导的结构归纳法打了个比方。结构归纳法始于对同一时间段

发生的事进行对比，并观察这些事发生在文化不同的地区会有什么变化 

(《重新思考人类学》pp7-8)。与此同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他用关

联规则强调变化要素。对于利奇而言，案例研究，无论规模大小，都可根

据要素间不同类型、不同内容和相互间关系的变化进行对比。很多案例研

究包括这种比较，如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演讲中把他对克钦的研究、马林

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研究和迈耶·福忒斯对塔伦西人的研究，以

及其他人的一些研究做了对比。这种对比也间接地暗示了自己社会和文化

规则。这是把从马林诺夫斯基所学的第二个想法付诸实践，要以新奇的态

度对待熟悉的社会文化，以熟悉的态度对待陌生的社会文化。

第二个想法和强调个体创造力的第一个想法结合形成了利奇所始终实

践并教授的人类学，他注重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避免在文化相对论上过

度纠结，他这种思维模式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界。贯穿他写作和教学工

作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他愿意不断挑战正统，吸引更广泛的听众 ( 富勒和帕

里 1989: 14)。像费教授一样，他热切地笃信人类学能揭示关于我们人类一

些重要的事实，具有非凡意义，因此人类学应面向广大市民而不是人类学

专家。例如，利奇希望刊载着他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演讲的题为《重新思考

人类学》的书，将“引起一些读者对自己确定事物的怀疑”( 利奇 1961 年 : 

V)。1967 年，英国广播公司主办的著名的里斯系列讲座节目中，面对众多

听众，利奇敦促他们牢记貌似隔离且单独存在的事物其实整体上仍然是相

互关联的”。他提醒听众事物是处在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相互关系中 ( 利奇

1968: 77)。由此他得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相互关联而承担责任，必须为

我们引发的变化而承担责任，应考虑我们行为的影响，并避免滋生恐惧和

暴力的分裂主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我们当代的灾难不是技术，而是民

族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可悲的谬误，因为在民族主义者看

来只有分离才是自由”( 利奇 1968: 90)。

利奇反对道德说教，刻意回避说教。他警示普世真理和道德判断教条

的危害。但他却嘱咐的人类学家，他们自身的道德操守应和教义信念保持

一致。田野工作，阅读民族志有助于培养职业操守的，这种操守是从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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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研究所必须的。人类、人类社会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必非是遥远

的过去或是眼前的当下。“田野调查”可以进行二次分析或历史研究。不

管材料如何，田野调查始终是一种视他性为己性，视己性为他性的沉思过

程。田野调查培训以及民族志学都教育学生认识他们自身的差异性。通过

训练，我们能无惧怕、无偏见地接受我们之间的差异，然后用跨文化的手

段，通过描述和解释来表述他们的独特性。利奇的跨文化归纳概括包括对

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圣经，及其他文化中神话的概述。

大社会下的人类学大社会下的人类学

血统范式是弗里德曼研究中国亲属关系的主要方法，利奇曾批评过此

方法，上述所述观点以及新儒家作为执政理念重要性的观念都被用来攻击

血统范式。利奇研究聚焦于人类自身考察。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经历

着变化，费教授专注于个体研究。两人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最近中国

人类学家发表文章提出费教授中国社会结构的想法源于道德人，个体处于

在社会结构网络中心，该网络按血缘亲疏关系分为不同的圈子，正如扔进

水中的小石子泛起的圆圈一般，亲友间互助责任源自儒家，道家和法家的

教义 (《乡土中国》, 1938, pp 31-37)。

中国人类学家对此的批评其部分原因是希望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对中国

人类学作出更为详确的研究。在弗里德曼宗族社会结构研究中，我们能看

到费教授关于自我、家庭关系、新儒家思想以级中国政权利用该思想来维

护政府统治的影子。家族体系成了一个惯用法，而不是一个社会存在，作

为本地群族出现的家族体系或家族分支被置于历史时空和地域环境下。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截取渐变或巨变的瞬间来研

究社会体系可能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的贡献。中国人看待历史有其独到之

处。但重视历史研究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研究或中国学者。自从结构主义

由于忽视研究主体和变化而遭到批判，从历史视角研究人类学已成为一种

共识。

弗里德曼主要研究了中国东南省份。的确，在西方，他对当地宗族的

剖析形成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宗族范式。最近，他的研究常被用于中

国血缘关系发展社会历史的辩论。这是因为弗里德曼非常擅长搜集整理其

他学者对中国东南省份乡村组织观察研究的一手资料，他的记录详尽且清

晰易懂。他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1962 年他强调中国人类学研

究，正如费教授 (1966 年 ) 所言，旨在呼吁人类学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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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研究。和结构 - 功能学派重在展现历史结构不同，弗里德曼煞费苦

心地指出，这意味着进行历史研究。他的意思是研究社会变革，对中国和

其他有文字记载，能提供丰富变化记录史料的文明地区展开调研。

弗里德曼提出当地的宗族作为宗族组织在中国东南部在政治和农耕方

面占有优势。对他这一观点，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不幸的是有些

反对者忽视了弗里德曼分析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现状。弗里德曼采用

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小规模社区进行研究时所用的分类方法，

即根据血统和婚姻进行分类。虽然里奇抨击这种分类研究是所谓的蝴蝶式

采集，违背科学概括规范，但弗里德曼从另一方面对此做了辩护。

在把血统范式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记载的大社会时，

弗里德曼有意识地修改了非洲式宗族概念。在他看来，宗族适合分析社会

组织，但却不适用于分析整个社会的分类。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书中

对此做了探讨。弗里德曼发现，地产、财富、社会地位及对这些的追求影

响着中国地方宗族的形成、管理、发展及裂变 ( 弗里德曼；纪念露西·梅

尔的论文，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74)。他认为血缘宗亲体系只是有着不

同组织规则若干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和利奇不同，弗里德曼从未尝试进

行跨文化的普遍性研究。从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

适用性的社会概念，这些概念可以解释某些社会制度的形成，但他仅将这

些概念用于中国。

尽管他做了努力，汉人社会研究和中国人类学研究仍然没有形成利奇

所倡导的普适性规则。随着国内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学者数量增加，或许会

在研究中国的基础上形成一般规则，适用于解释社会关系，民族形成、家

庭和亲属关系。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宏愿。

联系实际的伦理规范及其制度化联系实际的伦理规范及其制度化

当然，对于我们所熟悉的自我概念界定并不相同。利奇认为个人是其

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其文化主导话语和习俗惯例制约了自我行动取向，同

时在政治语境下又常指自我利益。规则并非像理想状态下的预言般刻板。

正如我已经说过，此概念和费教授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结构的想法有

一定的相似性。但自我在具体的语境下是完全不同的。费教授的自我是中

式的、新儒家的自我。利奇的自我延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自我概念，正如

他的学生们所指出，“是西方功利主义理论下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但由此

推断无论是克钦族人，还是斯里兰卡村民只具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灵魂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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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富勒和帕里 1989) 此时，利奇从自己的历史文化

出发得出未经验证的假设。他的学生对他的评判也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利奇

所倡导的人类学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学术批评以及对可以运用于实践的概念构建都有其目的，尽管费教授

治学的目的与此并不相同。人类学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排除我们所处时代的

思想对我们的禁锢，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现实。当然，正如费教

授所警醒大家应注意的是批评也可以起反作用。批评很容易跑偏方向，对

改善现状或具体事实的改观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只是出于一种浪漫的诉

求，为了批评而批评。

如果批评不触及意识形态、政府及社会常识等这些现实是一种矫饰的

行为，这种批评听来很激进，但是并不具有风险性，因为这种批评并没有

方向性，也不会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任何新的可能性。它无法作出任何选

择，相反它只倾向于一种被理想化的政治体，采取一种以偏概全的伦理立

场。因为它处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批评现实，所以现实对这种批评也就

易于接受。这种批评实际上具有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Minson 1993:  

6-11)

但人类学的专业呢，我觉得，意味着它不必是浪漫主义的伦理 - 政

治立场。我仅指我看到可能性，其他人或许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但在我看

来，通过对地方社会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所概括出具有普适性的人性具有

实际的人文价值：学会只是聆听和观察，不冒然判断。在评判之前，尊重

他人所说所做。允许他人对研究所用理论或理论构架提出质疑，用开放的

心态迎接科研中的意外，积极探索其原因，并对理论框架作出修改。

费教授对此做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应把自

己的经验作为指导，而不是一种负担。他同意利奇的观点，认为他人的研

究可以作为一个要重的参考来反思自己的理论和假设：以经验为依据发现

新事物时，也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因为此时自然能萌发许多疑问，故而

能区分出异文化社会和己文化社会的不同 ( 费孝通 1996：11)。区分异文

化并不意味着未指出之处便和我们相同。区分的目的在于便于发现异文化

的落后之处，假设异文化是处于己文化进化史的早期，或许是处于一个相

对较近的可称为发展或现代化的时期，或许是处于人类普遍演化发展进化

史的较早阶段的。应思考己文化和异文化在同等状态下各自条件的异同，

对比各自历史的异同。对该问题的思考或许会发现适用于人类社会任何地

方、任何时代的答案。该答案解释了引发生产技术，生态，气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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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要素的整体相关性。

自从马林诺夫斯基把田野工作作为中心点，人类学家对此工作方法热

情高涨。同样，这样做将我们论述和文化翻译受质疑的风险降到最低。我

们通过确定人类学所用调研语言的权威及将其翻译成调研对象和区域的语

言从而降低了研究的风险。在文化翻译中，往往禁止研究对象对其论述翻

译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然而，虽然研究对象和我们不同，但是，原则上他

们是和我们一样具有平等思维和质疑能力的人类。

的确，想专门从事文化翻译的学者为数甚少，因此，要求他们全面掌

握人类学研究的概念和系统是不现实的。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人类学家

是荒谬的。但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任何语言都有可能为人

类学家所用，给我们的学科带来“震动”。因此，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应

该向这种“震动”开放我们的作品，但我们往往将自己过多地保护起来。

以英语书写的人类学自我批判作品中已经指出了这个弊端。这种自我

批评继承了早期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关系进行的研究。最近，后殖民自我

批评指出，不仅仅国际人类学的语言通常为英语，而且作者和读者出于自

我保护，局限于学术惯例，借助修辞建立证据和权威 ( 阿萨德 1986: 159)。

学术保护是保护不受挑战，这种保护在本国不易奏效。本土人类学家

在这个意义上是社会学家，由于在本国，他或她的工作或出版物很容易被

本国人民的查阅。即便如此，学术圈子及不成文的惯例也为社会学家们竖

起了一座防御屏障。我们为彼此写作，学术圈的游戏规则是取悦评审人。

评审人是已经取得或者被任命为学术权威的同僚，他们有资格判定项目的

价值，或决定文章能否发表。我们寻求科研支持，判断同行学者项目是否

应得到经费支持，然后给评审人和参会者写推荐信。科研课题选题越来越

集中在由学术或商业机构提供研究经费资助的部分。学术知名度的提升有

赖于所获科研资金和发表出版的数量。由此，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世

界富裕国家的评审人间的游戏，包括中国在内。它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内部是由不同领域和学科的专家组成。他们间又形成若干小派系，不同派

系间相会倾轧，逐名夺利。

中国学术圈也自我保护。和西方同行相比，它形成时间短，科研经费

相对少。自 1918 年第一本由中国作家编写的人类学著作 ( 陈映璜《人类

学》) 出版，中国的人类学至少有三次不得不重新开始。中国人类学有不

同的组织形式，在大学之外，还有一些大型的科研机构，享受政府年度及

五年计划的财政支持，国外机构也会以合同的方式为约定的项目提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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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大学科研资金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支持。相比而言，中国政府

比西方科研同僚圈子对科研项目有更大的决定权。此外，经费预算限制较

多，研究课题的范围只限于紧迫政策问题研究，即在英国基金委员会所谓

的“应用”和“战略”的课题，而不是纯科学研究。

由此可以得出，费教授、利奇教授和弗里德曼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工

作，外部环境影响了他们职业生涯，而且使得他们的科研取向也有所不

同。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从 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科研学

科起，在英国，人类学学科与政治和政府已是相形渐远，但在中国这一学

科却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但我认为这些差异只是相对差异，着重点的不

同。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在对他者进行研究时，以求知和尊重他人的心

态看待彼此的不同，将人类学发展成一门具有批判精神的实验学科。

学术生涯和爱国事业的结合学术生涯和爱国事业的结合

今天，中国拥有新一代的人类学学者和教师，中国的田野工作和实践

伦理学术传统必将焕发出新意。新生代学者将会把他们的爱国情怀融入到

人类学科研工作之中。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人类学家运用他们的

理念对中国以外的社会展开研究，包括对英国。我想这些概念将会是什

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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